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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赛亚·伯林基于对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和历史叙述中关于主观和客观

问题的探究，构建了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温和历史观。面对个人主义在２０世
纪四面楚歌的荒凉处境，伯林试图以对个体自由意志的重申和对决定论的拒斥

来力挽狂澜，对行将消失的自由主义和个体自由予以强调和提倡，从而彰显个

体自由在其历史观中的重要地位。通过与卡尔、巴特菲尔德争辩道德判断的走

向和基点，伯林强调历史解释不能漠视和压制作为个体的人的自主性，而仅仅

把重心放在对外在力量发生作用的探寻之上，以此重构其历史观中的道德判断

的原则。伯林对个体选择自由与个体责任的强调，作为主线贯穿其整个历史

观，构成了其历史观的两个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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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以赛亚·伯林历史观的双重维度

　　伯林的历史哲学和人性论建基于一种历史

观，侧重于人类历史、文化和有着自身特征的现

代人性论与个体的选择自由。其温和的历史主

义立场的核心是对作为整体的且具有独特表现

力的、基本的生活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和历史性

的深切关注。这种关注充满温和色彩，即通过

移情的想象力和一定程度上的洞察力，达到对

不同的人类文化的理解。换言之，伯林的这种

温和的历史观根植于对生活在历史长河之中的

个人所必然拥有的、程度大小不同的自由，同时

又与其多元论思想相契合。

　　一、伯林温和的历史观

作为自由的捍卫者之一，伯林以其自由主

义思想和对西方观念史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其

对自由概念的两种区分仍然在影响着大量的自

由主义的研究者；同时，其对启蒙思想和浪漫主

义的探究及其观点也仍然是理解此类范畴的重

要参照。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伯林并没有得

到学界的认可。事实上，从伯林弃哲学而投入

观念史的研究开始，他相继发表了《二十世纪

的政治观念》《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刺猬与狐

狸》《现实感》《历史与理论：科学的历史的概

念》等文章，对历史学家的工作与责任、历史与

科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散论看

似凌乱，但实则有相关主题贯穿其中。同时，伯

林所推崇的个体自由更是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

间，并以此为基点构建起具有鲜明特色的温和

历史观。

伯林的历史观构建首先是对历史学家的道

德判断和历史叙述中主观和客观问题的探究。

伯林认为，对处于历史长河中的个体而言，人们

会不可避免地做出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的种种

自由的选择。与这种选择自由相呼应的是责

任。伯林反对那种认为鉴于人们所生存的处境

中存在着许多个体无法决定和影响的因素，个

体的选择不能成为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重点的观

点。伯林认为：“……历史学家（与侦探、法官

和陪审团）试图确定也能够确定的是：什么东

西构成了这些可能性；这些界线的划分方式标

志着可信的历史与不可信的历史的界限。”［１］１３４

但是，在历史学家叙事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相对

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偏差。由于视角上的差异，

一个历史学家与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对同一历史

事件甚至会做出大相径庭的叙述。针对于此，

伯林认为必定存在着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所无

法抹除的人们共享的某种基本的假定。“这种

共同的基础正是被正确地称作客观性的东西。

它能使我们认同别人与别人的文明，将他们视

为本质上是人道与文明的。”同时，伯林也明确

指出，主观与客观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但这

条界线又毫无疑问地存在。这种令人捉摸不透

的主客之分的根源正是伯林历史观所探讨的第

二个问题：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与自然科学

的区别。对伯林而言，把历史等同于科学，并以

此为基础试图为历史学构建一组特殊的概念和

范畴是荒谬的。他认为，“历史作品虽然不像

想象性的文学作品，但是它肯定无法逃脱在自

然科学中被恰当地斥为无理由的主观性的东

西，甚至无法逃脱直觉（就这个词的经验意义

而言）”［１］１５７。与深信存在某种可以破解事物奥

秘的次序或关键要素的自然科学不同，作为人

文科学的历史学却指出人类历史中存在着太多

不可预知的因素，因此是一种异于自然科学的

“不精确”的学科，其所依赖的是某种程度的具

体性、暧昧性、含糊性、暗示性、生动性等。囿于

这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历史学家并不能通过把

握全局而对过去进行重构。伯林指出，“历史

学家的任务在于告诉我们世界上真的发生过什

么……他们所揭示的是具体性格、具体的系列

事件或历史形势中详细而精确的、独一无二的

东西……是作一幅传达某种独特经验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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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一张能够作为一类相似结构的概括性符

号的Ｘ光照片”［２］２３－２４。但令伯林感到遗憾的

是，许多学者并没有注意到或者故意忽视自然

科学与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之间的差异，并

不遗余力地试图把应用于科学范畴之上的方法

和模式扩展到历史学之中，希望在其中找到可

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问题的模式或定律。

伯林历史观所探讨的第三个问题体现在他

对事实和理论与阐释之间的差异性的描绘，以

及对历史学家所特有的富有想象的洞察力的研

究。对伯林而言，对历史事实客观的记叙与对

它们的阐释之间虽然并不能极端地划出界线，

但其间最基本的区别还是存在的。正如我说

“张三在吃饭，而李四在玩游戏”，这是一种关

于事实的陈述，而非一种理论或一种解释。毫

无疑问，事实和理论与阐释之间的界限通常是

宽泛和模糊的，但是在一定的意义上，与阐释、

理论、假说、视角相对的，由证据证明了的“事

实”，必须在变化着的观点看来是不变的，否则

毫无历史真相可言。因此伯林重申：一边是事

实，另一边是看法和阐释，中间的界限可能模

糊，但界限确实存在。［２］２８然而，单纯事实的简单

叙述并不能形塑历史，即便赋予它们可以通过

科学加以检验的假说，它们仍然构不成鲜活的

历史，充其量只是一些机械的方程式或一堆松

散的历史材料。“只有把它们置于具体的、有

时模糊的，但一直不断的、丰富的、丰满的‘实

际生活’———主体间的、可直接认知的经验连

续体———的基本结构中才行。”［２］２９伯林认为，

历史学家的任务恰恰在于其对于事实和现象的

叙述，即对历史中所曾经发生的具体系列事件

或历史形势中独特的东西的描绘，目的是使读

者能在所谓的“具体性”中把握当时的环境。

这种对事实的描述和叙述的能力除需要谨慎的

观察、具备正确的知识外，还需要历史学家具有

一种富有想象的洞察力，其由同情、兴趣、想象

力和生活的经验所构成。通过使用这种富有想

象的洞察力，历史学家可以进入其他的异己的

文化内部，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叙述这种文化。

如果我们把对伯林的历史观的解释限定在

历史主义的一般意义上，那么人类的知识将会

被我们自身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所迷惑。此

外，如果在一般人类价值或目的上去理解个体，

那么我们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究其原

因，我们不但要面对历史上所存在着的令人目

眩的多元样态的生活形式，而且也必须按照这

些多元样态的生活方式来对其进行理解。同

样，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们自身所遵循的生活

形式也面临着无数难以理解的困境。而这些经

常使我们面临困境的风俗习惯，恰恰是塑造我

们自己的历史、道德判断和自我理解的源头所

在。为了更为恰当地理解伯林的历史观，我们

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其对历史观所阐释的内

容和特征上。伯林描述他的历史思想之时正值

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目睹了当时文化中个

人意志和个体自由逐渐被剥夺，由此滋生了某

种恐慌和危机意识，有鉴于个人主义在２０世纪

四面楚歌的荒凉处境，伯林在《历史的不可避

免性》中试图以对个体自由意志的重申和对决

定论的拒斥来力挽狂澜。作为自由主义的坚定

捍卫者，伯林在当时无可厚非地被称为古典自

由主义的旗手和代言人。随之伯林又陆续完成

了《刺猬与狐狸》《现实感》等一系列阐述其历

史观的文章，其在对形而上的决定论的批判之

余，亦对行将消失的自由主义和个体自由加以

强调并提倡，从而彰显出个体自由在其历史观

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柏林历史观中个体自由意志的

彰显

　　伯林在探讨历史问题的一系列文章或演讲

稿中经常会提及他所关注的自由意志和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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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认为自由和责任是人类在不同的时代所

一再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伯林认为，自由

和责任的问题是人类所面临的基本的、永恒的、

没有确定性答案但不可避免要对之解答的问

题。这些问题预示了人性的巨大可能性，也代

表了历史与经验的巨大可能性。个体自由和个

体选择是人的内在需求。虽然我们可能处于令

自身和他人都满意的状态，但内心依然希望可

以做出与此时状态迥异的选择。这正是伯林拒

斥决定论的理由。他与决定论的争论，表现在

关于历史、自由、个人责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

理解方式上的分歧。伯林认为，一切形式的决

定论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终极而言，个人的

选择自由是一种幻想；人类能够作出不同选择，

这种观念史是建立在对事实的无知之上

的。”［１］１２２因为这些决定论的目的是对个人责任

观念的消解，他们认为，如果世界历史起因于可

以识别的力量的作用，而不是起因于自由的人

类意志与自由选择或很少受其影响，那么就必

须根据这些力量的演化，才能对所发生的事情

进行合适的解释。显然这种历史观把历史的发

展变化完全归因于不受个体影响和控制的实

体，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比个体更大的实体之

上而全然隐没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正如柏林

所说的：“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被抛入一

个特殊的精神、社会、经济环境中，我怎么可能

不选择现在的所作所为呢？”［１］１２８他认为，那种

把个体行为和个体影响与责任完全抛掉的观

点，削弱了个体自由选择的余地和意义。

个体选择自由毫无疑问在伯林的历史观中

占据核心地位。伯林认为，自由的信念是建立

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人类有时候做出选择，而

他们的选择并不是物理学或生物学所能接受的

那类因果解释所完全能说明的。［１］１３７同时伯林

也意识到，如果这个信念是一种必要的幻觉的

话，那么因其太深刻与太普遍，以至于人们已经

感觉不到它是幻觉了。伯林认为，在我们所身

处的这个道德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存在着无数

可供人们选择的选项，人们在面对这些互不相

容甚至相互冲突的选项时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选

择。“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所遭遇的世界，是一

个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

直接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之实现必然无可避免

地导致其他目的之牺牲的世界。的确，正是因

为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中，人们才给予自由选择

以那么大的重要性。”［１］２４１

伯林曾感叹：“想过上平静生活的人，在２０

世纪真是生不逢时。”［１］６２伯林在其生活的时

代，历经了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崩溃和１９４０年代

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从而意识到善与

善之间并不是相互兼容的，因此他认为最能符

合现实和人性的唯有价值多元主义。伯林深谙

人类生活中多元道德和价值并存的事实，因此

对于决定论者所渴求的完美社会———在这种社

会中所有的矛盾都将会被解决，所有美好的东

西都是和谐一致的———伯林是坚决拒斥的。这

种完美社会理念是自柏拉图以降直至黑格尔为

止，哲学家们不断强调和宣称的。伯林认为，这

些决定论者所谓的“完美世界”“不仅仅是无法

实现的，而且它在概念上也不够圆融”［３］。历

史学家的任务仅仅是告知我们世界上曾真实发

生过的事情，他们并不能发现普遍适用的历史

模式，并不能推测过去和预知未来。但是决定

论者为了建构或构造出他们所谓的“完美社

会”或“完美世界”，就不得不对事实进行削足

适履的加工，这种行为必将对社会造成严重的

伤害。

伯林也不完全认同同时代的另外一位自由

主义捍卫者卡尔·波普的观点。波普认为，决

定论者预测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逻辑既脆弱又

难以成立，其对历史的预知是有限的。针对这

种“对历史的有限的预知”，伯林补充道：“人类

·３５·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１９卷第２期

历史不断变革的原因在于明确地实现人们自身

不断变化的欲望、新的需求、新的目标、新的观

点，以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前景；这也是反对声称

可能发现社会变革的严格的规律的观点的主要

意见之一，它的必然结果就是一种具有因果关系

的决定论。”［４］伯林进而从价值多元主义的立场

指出：（１）历史决定论是同我们大部分基本的道

德和政治的概念和价值不相容的；（２）存在着对

艺术的和特定的、包含人类行为和思想不利影响

的历史性理解的不可复归性［５］；（３）决定论仅仅

是限于自身主张不能从我们所处的立场中得到

论证。伯林与波普之间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差异

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波普坚决主张他所批评

的对象是一般的历史主义，而伯林宁愿称之为

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变种———历史决定论。

其次，波普意欲把历史主义刻画为“开放社会”

的永久的“敌人”，伯林则警告人们这些“形而

上学”立场的弱点和危险。事实上，伯林的一

生都在与这些思想家们作斗争，尽管他有所保

留，却提出了大量新颖的、富有创造性的观点。

伯林在强调个体选择自由和与之相关的责

任时，对于决定论者像描述日出、大海等自然现

象那样描述凯撒、克伦威尔、希特勒的行为抨击

最甚。因为这种对历史的刻画消除了历史人物

所应担负的责任，从而使个体从责任的重负下

逃脱出来。“一旦我们将所发生的事情的责任

从个体的肩膀上转移到制度、文化、心理或生理

因素的因果性或目的性的作用上，那么诉诸我

们的同情心或历史感，或期望那种完全的不偏

不倚的理想———这种理想也许的确不是完全能

实现的，但对这种理想，有些人是不是比别人更

接近一些呢———还有什么意义呢？”［１］１３１这也是

为何伯林三番五次地对近代历史演进过程中

“非个人解释”日益高涨的原因。在《二十世纪

的政治观念》一书中，伯林提及１９世纪以来历

史解释的重心逐渐地从对个体的重视转移到对

制度力量影响的偏重。此后在《历史的不可避

免性》一书中，伯林又再次归纳了当今流行的

历史理论，认为可区分为人格的与非人格的两

种：前者着重于探讨特殊个体的决定性影响，后

者则认为根据人的意图而进行的解释完全是起

源于自负与愚蠢的盲目混合。伯林早先曾以浪

漫史学与理性史学之别说明历史的演变，后来

则以更加鲜明的人格的解释与非人格的解释加

以区分。由此可见，伯林意欲彰显的是个体在

历史演进中的不可或缺性，而与个体选择的自

由相伴而生的必然是个体对历史所负责任的不

可推脱性。

　　三、柏林历史观中道德判断的重构

卡尔和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学家在记叙

和传达历史事件时不应掺杂道德判断。对此，

伯林并不认同。他指出，个人的动机对历史事

件的发展影响甚大，“任何人只要谈论的是人，

就注定要考虑其动机、目的、选择以及专属人类

的特殊人类经验”［１］２９，个人的选择与个人的自

由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并不能

被简单地忽略。此外，伯林认为，虽然个体并非

全知全能，但不能以此为由消解个体因自由的

选择而应该担负的责任。因此，对于巴特菲尔

德所谓的“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对有资格言说

的东西还要谨慎言说；因为证据总是不足的，我

们能够作的至少是不做判断，既不称赞也不谴

责；所谓罪犯不过是被卷进逆流的泳客，漩涡是

他们控制不了的”［１］１４９这种悲观论点，伯林不以

为然。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

说明。

首先是柏林对“人类的困境”的疑虑和驳

斥。由于巴特菲尔德把人视为脆弱的生物，所

以他认为把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诸多灾难的责

任施加于人类的肩膀之上是荒谬可笑的。伯林

认为，巴特菲尔德所谓的“人类的困境”是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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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杂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些因素是导致

人类“知识的有限性”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

伯林认为“僵死的现实主义者、基督教悲观主

义者是正确的”。诚然，在历史演进中，充斥着

吹毛求疵、相互揭露，在道德上或情绪上对异己

的生活方式的排斥等邪恶的场景。但我们需要

警惕的是，这种对教条式的褊狭进行纠正的观

点可能会把“人类的困境”作为人类历史的终

极核心因素，导致把责任转嫁到个体的脆弱与

无知之上，从而消解个体的责任。这种对个体

责任的消解将会导向“认识一切即是宽容一

切”的立场：认识越少，我们便越没有理由进行

公正的谴责。［１］１５０伯林认为这种观点推至极致

便会导向对历史客观性的完全拒斥，“历史客

观性……这个概念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

们用于衡量事物的最终标准，根据其定义本身

不能为任何别的东西所衡量”［１］１５３。与之相反，

虽然我们的某些判断是相对的和主观的，但是

如果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判断，如果客观性从原

则上而言是我们所完全不能理解和认知的，那

么“主观的”和“客观的”这两个词汇将不会形

成对比，同样都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因此，伯林

认为，巴特菲尔德所谓的“人类的困境”倾向于

消解个体的责任，而且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

会造成重大的困扰，甚至于对历史主义的偏见

和道德主义的辩护和谴责都无法成立，并因此

使道德中立的观点归于虚无。

其次，伯林从个人的选择自由的角度分析

了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伯林之所以支持历史

学家不应回避道德判断的观点，是基于他对个

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个人自由选择的信念的重

要性的判断。伯林相信个体在历史演进中有其

作用，选择、责任、自由等观念都根植于我们的

人性之中，并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对历

史进行解释就有必要对个人行为作出交代和评

述。例如，伯林认为历史学家在描述重要的革

命时，应当追究某些人物对革命的失败应负的

责任，如此才可能正视人类的责任及其在有限

范围内拥有的真正的自由。

但对于波舒哀、谢林、黑格尔、斯宾格勒和

汤因比等思想家而言，个体仅是构成民族、文化

或文明的抽象的因素，仅是为着特定的目的而

人为地抽象出来的“元素”“方面”“环节”；个体

脱离他们所组成的集体便失去了实在性，正如

事物的颜色、形状和价值一样，只有具体事物的

“元素”“属性”“样态”或“方面”。对于这些思

想家而言，“人的行为的真实的原因并不在于

个体生活的特殊环境，而在于这种极其多样的

生活与其自然及人造环境间的无所不在的交互

关系。人做他们所做、想他们所想，主要是作为

‘阶级’整体的不可避免的演进的一种‘功能’。

从这种观点出发可得出如下结论：对历史与阶

级发展的研究，可以独立于组成它们的个体的

传记而进行”［１］１１０。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探究个

体选择与个体自由在历史中的作用是毫无意义

的。这些思想家愿意诉诸种族、民族或文明而

非个体，他们认为“由生者和死者、我们的祖先

和我们尚未出生的后代组成的大的社会，比任

何单一的造物都更有目的性，我们的生命只是

这个大目的的小碎片”［１］１１１；他们渴求被胁裹进

比个体更大、更具体的实体之中，这种实体负载

了个体的价值并成为个体目的的工具，而个体

肩上所担负的责任将被其所隶属的实体所统

摄。因此，对他们而言，个体因其自由的选择而

需要担负相应的责任是无稽之谈，是被“理性

所拒斥的”；同时也是混乱的、肤浅的乃至幼稚

的妄自尊大。所以，承认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

作用无疑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个体选择的自由

更是一种幻想；人们对事实的无知与愚蠢的自

大，导致他们相信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而那些

以万能者自居的，指导人们应该这样或那样去

行动、应受称赞或贬低、值得人们赞同或谴责的

·５５·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１９卷第２期

主张，都是建立在这样的预设之上：“他们生活

的领域并非是完全受规律决定的，不管这些规

律是形而上学的、神学的、抑或表明了科学所揭

示的概率。”［１］１１１这种预设被斯宾格勒和汤因

比之类的思想家所拒斥。他们认为，只有人们

在对事物本质极端无知的境况下才会做出称赞

与谴责、提醒与鼓励、谅解与宽容等道德判断。

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愈深刻，人类的自由和

责任的领域就愈狭窄。同样，当我们理解物的

本性就是知道你的真实要求是什么和如何实现

它之后，责任或内疚、正确与错误的概念将会成

为空洞的记叙词汇。因此，“称赞和谴责是无

知的产物”［１］１２４。

与此同时，这些诉诸卡尔所指称的大写的

抽象的“人”的思想家认为，如果世界历史并不

受自由的人类意志与自由选择的影响或很少受

其影响，而是起因于可以识别的力量的作用，那

么，对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合适的解释就

必须依赖于这些力量的演化。因此，实体而非

个体要承担责任的倾向就逐渐加大。但是在伯

林看来，一旦我们将自由选择及其应该担负的

责任从个体转移到制度或文化等实体之上，那

么诉诸我们的同情心或历史感或对完全不偏不

倚的理想的期望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我

们并非无法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事实上，

我们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是拥有一定程度的选

择自由的。而个体在历史中有其作用，他也必

然要为其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负责，因此我们并

不能像描述洪水、地震、日出等自然存在物那样

去描述希特勒或斯大林。我们可以对这些历史

人物进行褒贬，但是必须基于中立的立场并有

事实根据。由此可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存在

着个体自由和责任，而且这些自由和责任也是

历史解释中不可或缺的。

最后，伯林认为历史学家并没有义务对读

者进行道德说教。伯林认为，历史学家所使用

的语言不可避免地会渗透着带有评价性力量的

言辞，把这种言辞从他们的语言中剔除出去是

异常困难的。虽然客观、不带偏见、不动情等品

质是我们对历史学家应具有的美德之要求，但

是在伯林看来，历史学家与我们普通人相差无

几，因此若要求历史学家比普通人更具有非人

性化的特质就极不合理；同时，历史学家也勿需

公开表明他们的道德判断，他们并没有义务告

诉读者什么对其有益、何者对其有害。而他们

在描述历史事件时所使用的语言也不可能是完

全中性的，“它们全都携带着道德含义”［１］１２６，因

为“任何微小的事情都能传达价值判断，即传

达我们正常的、很少被注意到的道德与心理状

态”［１］１５６。所以，不论历史学家使用何种语言即

便是使用中性语言传达历史事实，也是在传达

着自己的伦理观念。因此伯林断定：“避免道

德说教的方式只能是采取另外的道德观点，而

非是完全抛弃道德观点。”［１］１６２

伯林通过对巴特菲尔德所秉持的道德判断

的悲观态度进行辨析式的批判，在强调个体选

择自由的立场上重新构建了历史学家道德判断

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他也通过语言分析彰显

历史学家在记叙史实的过程中难以把道德意蕴

剔除出去。通过对个体选择自由与个体责任在

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历史解释中个体

的力量和历史语言中所内蕴的道德含义的分

析，伯林构建起独特的彰显个体自由的历史观。

　　四、柏林历史观中的个体自由与社

会因素

　　伯林的批判在为２０世纪自由主义给出石

破天惊的一击的同时也招来了相当程度的批

评。在众多反对声浪中，尤以左派历史学家卡

尔的回应最为有力。卡尔和伯林都是英国当代

著名的俄国专家，且两人对马克思都有独到的

研究。二者对立的焦点是历史解释的立足点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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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建立在个体自由之上，抑或是建立在社会

因素之上。伯林认为，卡尔无疑是一个决定论

者，走的是孔德主义路线。而卡尔认为，伯林通

过批判决定论所建构起来的历史观，不折不扣

是非科学的、充满原始时代色彩的。卡尔对伯

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卡尔批评伯林所主张的历史学家应

对历史上重要的人物进行道德批评（关于这一

点，因为和本文主题关联较小，在此不多论

述）。伯林对此则以其一贯不愠不火的态度回

应，他表示自己从未主张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做

道德批判，而只是强调“历史学家也和其他人

一样，都在使用一些带有评价色彩的语言；若要

他们在他们的语言中将这一类的语言全部排

除，不啻于要他们去做一件极端困难而自我愚

弄的事情”［１］５３。伯林常常以这样略带狡猾的

中立方式回应他的对手，总是尽力强调自己的

不偏不倚的治学立场：既不赞成什么，也不特别

反对什么，而只是中肯地提出些什么。

其次，卡尔批评伯林直言决定论是个错误，

认为这只是伯林排斥历史学家使用因果关系的

规律来研究历史：“以赛亚·伯林反对解释人

们行为的原因，其所持的理由是这些行为乃出

于人的自由意志。”［６］１２３卡尔认为，所谓决定论

是相信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或多个原因，

并且事情不能不如此发生。“因为我们对人格

的了解原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一切事物都有

其原因，其中大部分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在人心

里能够建立一个古今前后连贯的图案、足以供

人动作的向导。除非我们承认人的行为是受制

于一些大致可以确定的原因，我们简直没有生

活的可能。”［６］１２２－１２３卡尔极力主张历史的任务

就是依照因果关系来排列过去事物的顺序。卡

尔指出，原因和随自由意志而来的道德责任事

实上根本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如果你认为

他没有责任，这并不是说你认为他的行为没有

原因。”［６］１３８卡尔认为，人类一切行为既是自由

的，同时又是被决定的。卡尔认为这样就解决

了伯林所谓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逻辑关系难

题，但在笔者看来，真实的问题其实并未解决。

因为诚如卡尔所言，它取决于我们采取何种立

场。当伯林从人本主义或人性论的立场出发强

调个体自由立场时，他就放弃了决定论的观点，

因为决定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赋予历史意义的人

的存在价值。

对于卡尔的批评，伯林首先表明他从未说

过决定论是错误的，也从未否定使用因果关系

来研究历史。他强调尽管个人对历史的影响十

分有限，但在关键时刻出于个体自由意志下的

行动往往会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伯林重申历史

必须留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而决定论的问题在

于它超越了因果关系的使用范畴，奢望找到世

界上所有事情包括未发生之事的因果关系，其

以伪科学的方法延伸历史，实属荒谬可笑至极。

伯林认为，决定论视域下的历史不过是某种既

定的悲喜剧，剧中每一角色都不是在自己构想

出来的剧本里，念着属于自己的台词，根据已经

写好的剧本行动，如此，所有历史上的人类在决

定论视域下不过是某种巨大力量下的玩物，丝

毫无异于受操控的牵线木偶。这自然是伯林所

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历史并非一场结局注定

的计划，而是如赫尔德岑所言：“历史全是即兴

创作，全是意志、全由临场发挥，既无界限、亦无

既定路线。”［７］伯林相信人类行为和精神世界

虽可能由他们的阶级地位、种族、性别和文化传

统所塑造，然而作为一个个人，人们仍然保持着

道德选择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人类免受某

些决定论因素的影响。

最后，卡尔将伯林主张以“人类的意向”来

解释历史的观点称为“恶王约翰式的历史

观”［６］５４－５５。伯林认为历史上值得我们注意的

是个人的素质和行为，卡尔则反对伯林如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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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将其嗤为传记性的偏见与幼稚的想法。诚

然，卡尔并不反对历史事实中有关于个人的事

实，但他强调历史所关心的对象不应是个人单

独的行为和动机：“历史事实所注意的是一个

社会中个人彼此间相互的关系和社会力量；这

种力量是从个人的行为而来，但往往产生和行

动者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６］６４卡尔相信

人不只是纯生物而是社会形塑之产物，因此，历

史的价值取决于整体社会力量。卡尔的这种贬

斥并不合理，因为在个体与社会因素之间，伯林

毫无疑问会选择前者，但他并非主张“个体生

来就具备不受束缚的自由意志”，同时也不是

绝对的个人意志论者。伯林在倡导个体自由的

同时，也注意到了个体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社会

或群体的影响：“这样的看法，至少在某种程度

上包含了个人责任的信念。责任的程度有多

大，亦即自由的、可以选择的备选方案的可能性

的领域有多大，将取决于一个人对自然与历史

的解释，但绝不会一点没有。但是这种观点却

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否决，他们沉浸在形

而上学或科学的决定论中，认为正确的说法应

该是：终究而言，所有事情或至少是大多数的事

情，都可以归结为阶级、种族、文明或社会结构

的作用。”［１］１１０由此可见，伯林认为个体自由的

空间依赖于对“自然”和“历史”范围的划定。

同时，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也指出，面对

诸多的终极价值，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选择，

因为人们的生活与思想最终是依赖于基本的道

德范畴与概念，无论如何，这些概念和范畴在历

史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地融入人们的生活之

中，成为他们的存在和认同感的组成部分，同

时，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因素。因此伯林所秉

持的并非自由主义的个体自由，而是历史主义

的个体自由，他虽从未否认社会和共同体对个

体所造成的影响，但其目的仅在于尽力彰显个

体自由意志与自由选择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而已。

此外，伯林还通过对卡尔历史观的回驳，将

历史解释的重心重新又拉回到人的身上：“要

描述人类行为，却对于人的性格、目的、动机略

而不谈，永远只是矫饰失真且过于严苛的做

法。”［１］８９伯林重申，如果历史学家忽略了个体

动机和动机形成的背景，忽略了人类思想和想

象的错综复杂，忽略了人类世界乃至对人类本

身的看法，便无法把握历史的本真。伯林认为，

卡尔的历史观等于是主张一件事越是非个人

化，个人癖好在历史中的角色就越是幻妄，越远

离客观的真理与事实［１］５１。伯林认为这种历史

观可能无中生有地引出一些问题，也等于宣布

了对“不可变易的事件模式”的信仰，使人卸除

个人责任的负担、放弃自由选择的权利，从而滋

生出非理性的激情、产生非理性的狂热活动。

　　五、结语

伯林认为，与人类的语言一样，人类的历史

也是多方面的和多样的，所以，总存在着许多人

类历史而不存在着单一的历史。因此，对于形

而上学历史观所主张的观点———历史只有一种

价值，因为它有一种本身便具有价值的目的；这

种目的构成了其存在的依据，并因此为每一历

史状态和历史事件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每一

历史状态和历史事件都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先

定的，由此整个历史过程也是必要的；这一过程

具有明确的模式，即历史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

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历史现象都需看

作向着历史目的的实现而迈出的一步———伯林

持拒斥的态度。因为在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模式

之下，人们选择的自由将最终成为一种幻想。

伯林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即一

个由自由个体组成并实行自由制度的社会，其

能否存在取决于个人承担责任与进行自由抉择

（下转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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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如果人们对自己道德力量的作用持

悲观甚至怀疑态度，或是把自己看作是可以被

不告知的模式或政治操控者的傀儡玩物，那么

人们便不可能去捍卫自由，而必将成为决定论

主宰下的牺牲品，失去自己作为人所拥有的珍

贵美好的自由意志。伯林对决定论进行批判的

主要目的是希望人们认清楚决定论所带来的灾

难性后果，相信唯有个人勇敢地承担责任以及

因抉择所可能引起的焦虑不安，人们才能享有

自由，才能去维持、建立、捍卫难能可贵的自由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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